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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
——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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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境地区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区，旅游业在其乡村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分析近30年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驱动下的边

境乡村转型机制，进而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 旅游发展驱动

下，商品农业兴起，引发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

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② 传统自给农业随之衰落，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等非农产业

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

济收入大幅增长；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共

同繁荣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④ 在空间层面，耕

地逐渐“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向口岸聚集；⑤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

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最

后，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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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与乡村转型的持续，旅游业成为市场经济在中国乡
村地区扎根发展的重要载体，深刻地影响着乡村可持续发展[1]。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旅游成为中国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其
发展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作为一项单一“产业”门类的范畴。2015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沿
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将旅游产业作为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
放的重要突破口。可以看出，推动旅游业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国家战略赋予旅游业更多
功能，要将旅游业培育成为促进边境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途径[2]。

然而，乡村旅游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关注旅游产业本身，且多为经济发展导向，缺乏
对旅游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联系的深入研究[1,3]。已有研究一般从乡村旅游一体化（integrat-
ed rural tourism）和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两个理论视角展开[4]。乡村旅游
一体化最先由欧洲学术界提出来，它强调旅游作为一种乡村发展手段，要充分嵌入乡村
社会经济发展之中，提升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性[5]。相关学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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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影响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但多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实证研究[6]。基
于生计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则强调在目的地社会情境之中（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方
面）审视旅游介入后社区居民生计的变迁[7]。众多学者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剖析了旅
游发展和目的地居民生计的联系，呼吁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来发展旅游，提升目的地的
可持续性[7,8]。不少学者认为，旅游应该对现有生计活动进行补充，而不是取代，对于边
缘性的原住民社区尤其如此[7,9]。尽管如此，可持续生计研究多聚焦目的地居民，而且偏
微观[10]，因此有学者呼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应基于多利益相关主体视角不断深化[11]。

地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审视[12,13]。乡村重构
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的乡村地域系统[14]的要素重组和关系
重塑，本质是一种结构变化；乡村转型则是指一定乡村地域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催生的
地域功能变化，是乡村重构的结果，本质是一种性质变化[15]。乡村地域系统内外发展要
素的相互交织和各子系统的综合作用，使乡村重构表现出综合多维性和时序演进性的特
点[16]。乡村重构包含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16]。社会经济
重构是乡村发展转型的主线，乡村社会经济的变迁必然导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
变化，从而引发乡村空间的重构[17]。基于乡村重构和转型的内涵，有研究者指出对乡村
重构和转型研究应基于要素流动、结构变化、功能演化的视角，探究典型区域、县域、
镇域、村域等不同时空尺度乡村重构的空间特征和动态变化，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乡村重
构的地域差异规律和时序演化规律[16]。然而，已有乡村发展转型研究多从宏观或中观尺
度展开，村域微观尺度转型机理的探索和典型模式的总结相对缺乏[18,19]。此外，在地理学

“文化转向”背景下，在关注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变化重组带来物质空间及资源环境响应基
础上，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研究有待强化，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分析也有待细化[20,21]。

旅游业具有关联度高、综合性强的特点，是驱动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1,22]。随着
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地域系统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正不断凸显[22]。已有实证研
究剖析了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的重构[19,23]、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转型发展[24]

等。但是中国乡村地域辽阔，乡村类型复杂多样，不同乡村地域之间发展条件存在显著
差异，因而乡村重构与转型研究有必要分区分类分级进行，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乡村
可持续发展[1,15]。边境地区是国家地理和社会上的边缘地带，也是不同社会系统的接触地
带，这一特殊区位决定了边境地区乡村发展路径的独特性[25]。值得注意的是，边境地区
乡村可持续发展于国家的地缘安全意义重大[26]。在全面开放背景下，旅游业于边境地区
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以往学者过于关注旅游业本身，忽视了旅游作为一
种发展手段与社会情境和其他产业的联系，对旅游发展的综合效应缺乏审视[27]。综上，
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16]，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为案例，分析旅游驱动下边
境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发展对边境乡村转型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识别边境乡村旅
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丰富乡村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类似地区可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

2 案例区域与研究方法

打洛口岸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境内中缅边境线上（图1），距离州府
景洪 110 km，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8年出入境旅客 131万人次。打洛镇总面积约
400 km2，接壤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总人口约 2.3万，原住民主要为傣族、哈尼族、
布朗族等跨界民族。境外缅方特区由地方民族武装管辖，是传统“金三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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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府 为 勐 拉 （当 地 称 为 “ 小 勐
拉”），紧邻打洛口岸。受中国边境

旅游政策①影响，边境地区旅游活动

多集聚于边境口岸境内外一带。本文
的“打洛口岸地区”是指毗连口岸、
紧邻中缅边境线的打洛和曼夕两个行
政村的区域，是版纳中缅边境旅游境
内旅游活动的聚集区。选择该地区作
为案例的原因如下：① 旅游发展相
对成熟。相比中国其他边境地区，西
南边境地区的旅游发展最为成熟 [28]。
打洛口岸地区的旅游发展起步早，和

“沿边开放”几乎同时进行，曾一度
占云南省边境旅游流的三分之二，是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9]。②
跨界民族聚集区。中国乃至亚洲边境
地区多为跨界民族的聚集区[30]，跨界民族的发展与民族关系处理一直是边境地区稳定繁
荣的战略议题。③ 境内毗连区域为乡村，远离区域中心城市，符合全国多数边境地区的
城乡分布特征。

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approach），以便研究者能够在熟知案例地社会
情境的情况下开展研究，从主位（emic）角度获取关于特定现象的第一手资料 [31]。因
此，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从微观尺度上深入解析乡村发展中各主体的生产、生活、
社会行为及其影响，是对地理学乡村转型研究传统客位（etic）方法的有益补充。在旅游
影响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主位研究不断涌现，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质性研究逐渐
流行起来，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如何”和“为什么”等相关问题[32]。
第一作者从 2014 年 7 月到 2019 年 12
月连续 6年前往案例地进行了 6次田
野调查，寄宿在当地傣族村民家，累
计时长近 5个月。一手资料的收集主
要通过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日常会
话进行。总计对 76 名相关人员进行
了半结构式访谈，包括 44 名当地少
数 民 族 村 民 （ 表 1， 编 号 为
CM1~CM44）、 21 名外来移民 （务
工、经商、投资等，多为汉族，编号
为 YM1~YM21）、 4 名 不 同 级 别
（州 、 县 、 镇） 官 员 （编 号 为
GY1~GY4）、3 名傣族佛爷（编号为
FY1~FY3）、4 名县城和州府旅游从
业人员 （编号为 HY1~HY4） 和 1 名

① 本文所指的“边境旅游”采用《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的界定，是指经批准的旅行社组织和接待中国及毗

邻国家的公民，集体从指定的边境口岸出入境，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The study area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

图号：GS(2020)4619、GS(2020)439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1 少数民族村民样本特征（N=44）
Tab. 1 Profile of indigenous respondents (N=44)

人口社会学特征

性别

年龄

工作

民族

男

女

三十岁及以下

四十、五十岁

六十岁及以上

旅游企业雇员

旅游小生意经营者

农业相关生计

傣族

布朗族

哈尼族

频次

30

14

26

13

5

7

13

24

3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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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旅游学者（编号为XZ1）。对于当地村民，访谈主要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旅游和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生计变迁、跨境流动、族群互动等议题展开。对于外来移民，访谈主要
围绕其动机、旅游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互动等议题展开。对于政府官员，通过个
人及单位的社会网络，联系了工作经验丰富（在当地工作11~30年），熟知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边境管控的4名官员进行了访谈，每人访谈次数均不少于2次。田野调查过程中，
就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撰写了46篇研究笔记，总计近4万字。此外，收集了大量地
方各级政府的旅游发展规划、边境（旅游）管控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年鉴统计、
官媒相关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用来补充和佐证一手资料。

对于质性文本资料，进行了描述性和主题编码分析。首先，对访谈转录文本进行了
反复阅读，识别并标注了与本文研究目标相关的文字和段落。同时，逐一对当地少数民
族村民和外来人口的个人史（personal history）进行归纳总结，以期更好地追踪旅游介入
后当地社会经济的变迁。其次，结合NVivo 12软件，对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
规整当地发展过程与结果等相关信息。最后，基于乡村重构与转型“要素-结构-功能”
视角，结合研究笔记和二手资料等，对上一阶段的开放编码进行归类总结，提取主题。

3 研究发现

3.1 经济重构
3.1.1 从传统农业主导转向以商品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为辅的多元产业结构 20世纪90年
代，边贸、旅游市场经济业态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于安全考虑，关闭了原
有的边境口岸，中断了与周边国家的边贸往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央政
府积极放权，边疆省份纷纷重新开放边境口岸，发展跨境贸易、旅游，以期发展地方经
济。在原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扩大边境旅游，促进边疆繁荣的意见》（1992年7月）推
广边境旅游前，版纳州政府早在1991年就推出边境旅游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对此，
州政府官员GY2回忆道：

“当时我们是以开展边民旅游为旅游业的突破口，并没有说作为旅游者去构造，我们

所持有的证件都是边民通行证……（边境旅游）准确来讲是我们为了发展边疆经济，自

己创新的一条路。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擦了点边球，采取了边境边贸这种形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逐渐形成，但出境旅游
发展仍受到国家限制[27]。对普通国人而言，当时边境旅游几乎是出国旅游唯一可行的方
式。此时期恰逢版纳旅游快速发展，对国内游客而言，去版纳旅游顺便参加边境旅游颇
具吸引力。与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相比，打洛口岸与区域旅游中心景洪的距离更近，交
通状况更优。在此背景下，打洛口岸地区的旅游得到快速发展，1991年的出境游客仅
2000人次，到1994年达到20万人次，到1999年突破59万人次，旅游也因此被视为拉动
地方经济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借助发展边贸招商引资开发地
方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独树成林、森林公园和景莱村3个景点。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出境旅游管制的放松，中国出国旅游
呈“井喷式”发展态势[33]。在此背景下，边境旅游的吸引力骤降，版纳的边境旅游流在
21世纪初也呈现连续负增长态势[27]。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在其边境地区发展博彩和性产
业以吸引中国入境旅游流，出现了“赌场围堵中国”的局面。打洛境外的勐拉城区1998
年底出现了第一家赌场，截止2004年，大大小小的赌场已有56家。对此，中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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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碾压跨境赌潮，不断强化对边境旅游和边境地区的管控。“2004 年后国家出台了两

个文件，一个是进一步加强边境旅游管理的意见，另一个是国家十三部委关于禁赌的，

明确规定了各个部委的职责。”（GY2） 2005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了边境旅游异
地办证，边境旅游出境因此无法再进行。打洛口岸则早在 2014年 12月就暂停了边境旅
游，当地称为“旅游封关”。由于版纳边境旅游长期以“出国”为卖点，勐海县对境内的
核心吸引物缺乏打造，导致形成“打洛一封关，西线无旅游”的局面。整个勐海县的旅
游随之遭受巨大冲击，打洛口岸地区的旅游产业迅速衰败（图2）。

虽然旅游业陷入停滞和衰退，但是旅游发展前期带来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极大
地推动了当地商品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一些旅游商贸从业人员、投资者，通过前期发
展积累一定资本后，开始投资商品农业。这一现象在打洛“旅游封关”后尤其明显，不
少人从旅游业转到农业，从事橡胶、香蕉、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和投资。“在这边做生意

的人，看人家种香蕉赚钱，他们又开始种香蕉……我们政府的话，旅游不来了，就发展

我们的主产业，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发展茶叶、橡胶、香蕉等种植。影响大就是外来

的流动人口，他们做不成了，就转个方向，或者转到德宏、老挝等其他地方。”（GY1）
另一方面，不少流动人口注意到当地商品农业的发展潜力，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此从
事商品农业种植。实际上，直到目前，当地从事旅游和商品农业投资的外地人多来自湖
南和四川。商品农业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土地价值，21世纪初租一亩地只要 200~500元，
到2015年一亩地租金已上涨到2000~3000元。此种状况之下，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地方
百姓纷纷将耕地出租给外来的投资者承包种植香蕉，传统稻作农业渐趋式微。

近10年来，旅游业复兴转型，与商品农业融合发展。随着边境地区禁赌形势的好转
和中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境旅游项目得以重启，跨境合作得
到中央政府重视。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在

“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合作大背景下，采取有利于边境旅游的出入境政策，推动区域旅
游合作。边境区位优势日益受到地方各级政府重视，正如版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
名官员指出[34]：“我州的优势在边、出路在边、潜力在边，必须乘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抢抓‘一带一路’和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等历史机遇。”经中
央政府批准，2013年底，中国边境地区全面重启边境旅游。

但是，“参与边境旅游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现在使用护照更方便……过去由于很多城

市不让直接出国旅游，导致出游不便。现在的话，游客从上海到泰国很方便，那何必跑

到西双版纳，再从这个边境出去。”（GY2）因此，地方旅游发展重心从境外勐拉转向境

图2 2000—2017年打洛口岸的人流量、货运量以及车流量
Fig. 2 Flows of people, goods, and traffic at Daluo Port from 2000 to 2017

注：数据来源于2001—2018年《西双版纳年鉴》和2009年《中国口岸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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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打洛，不再以“跨境”作为区域旅游的核心“卖点”。同时，地方政府逐步强化了对旅
游发展的干预。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以
大投资、大项目打造境内旅游吸引物，构建边境旅游目的地。“过去全民都来搞投资，出

现了一些问题，现在的话有些产品政府反过来收购一部分，实行国有控股。”（GY2）另
一方面，积极扶持当地村民从事旅游，打造乡村旅游特色村，旅游发展的“乡土性”和

“民族性”逐渐凸显。例如，民族旅游村景莱村村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废除了与金孔雀

旅游集团②在21世纪初签订的50年固定收益补偿合同，改为门票收益分成。

商品农业发展逐渐多元化，火龙果、柠檬、百香果、香水莲花等新型农业种植不断
涌现，并开始“反哺”旅游发展，二者在资本、劳动力、甚至产品层面呈融合发展态
势。一些村民开始自发加工、包装新型农产品作为旅游特产进行售卖（图3）。2016年在
当地投资香水莲花种植的一家企业和金孔雀旅游集团利用各自优势联合打造大型乡村度
假旅游项目。一名负责人透露（YM9）：“旅游起来以后，以旅游带动种植经济，我们的

产品会更好卖。前期可能只是把品牌、企业形象打出去，让别人知道我们卖的这个东

西，是在哪里种的，有多好等等，这样我们就省去了一笔宣传费用。”商品农业和旅游融
合发展的势头在外来香蕉种植大户YM6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YM6，1979年生，汉族，云南昆明人。1998年到打洛做导游，一直做到 2004年底
打洛“旅游封关”。失业后，YM6并没有离开打洛，而是选择做香蕉种植小工，逐渐学
会了相关技能。2009年他开始租地，开启了自己的香蕉种植投资。最初他只租种了3.33
hm2 （50亩），到2017年他的香蕉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33.33 hm2 （500亩）。然而YM6的
经历并非个案，其身边也有好几个从旅游业成功转型到农业的外地人。边境旅游重启
后，YM6开始和金孔雀旅游集团合作，组建团队负责营销集团的边境旅游项目，主要面
向来版纳的自由行游客。用YM6的话说，“现在香蕉是主业，旅游是副业”。
3.1.2 边民从传统农业生计转向现代农业以及非农生计，经济收入大幅增长 20世纪90年
代前，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一直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生计方式。居住于坝区的傣族村民主
要以种植水稻为生，而居住在山区的布朗族和哈尼族村民则主要以旱稻种植（轮作式刀
耕火种）为生。随着旅游商贸发展，当地村民开始从事一些简单的服务工作，比如服务
员、保安、民族歌舞演员，卖水果、小吃、蔬菜等小生意也开始流行起来。边境旅游发
展的前 20 年，因为勐拉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心，就业机会主要在境外。“现在 （2015
年）我这个年龄段的（30岁左右），以前好些一读完小学就去小勐拉工作。”（CM10）同

② 金孔雀旅游集团是西双版纳最大的旅游企业，由浙江的民营企业建立，2009年转为国有控股企业（占66%）。

图3 村民家庭作坊制作热带果干
Fig. 3 Local home workshop making dried tropical fruits

注：作者摄于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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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涌入口岸地区，投资、工作、从事旅游商贸生意等。一些亲历者
回忆道：“我是六分场农场的，也算是国营单位，父亲是从湖南支边过来的。我在单位干

过，割过胶，还学过医，但后来发现西双版纳旅游业大有前景。当时也是兴下海，（1997
年）来打洛是我第一次做旅游，当时我看这个地方有前景。”（YM12）“94年、95年人多

起来了，外地人和本地人都经常来往。来玩也好，做生意也好……当时我当村长，传出

去我要搞开发，有森林，无论哪个老板来投资、搞什么我都会批准，我们差钱，我要找

钱。”（CM27）外地流动人口很快主导了新兴的市场经济业态，比如餐饮、酒店、购物
店、旅行社等。但也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旅游衰退对外来人口冲击较大，对本地村民的
影响则有限。

随着当地村民将土地大量租给外地投资者进行经济作物种植，本地劳动力得以从传
统稻作农业中释放出来，大多数村民也将土地出租作为生活好起来的关键节点。早期许
多村民给外来农业（香蕉）投资者做小工，但是近年来不少村民收回土地，投资新型农
业种植，雇佣外地和境外人员。对此，镇政府官员GY1指出，“政府是思想引导，还是

要靠外面的、内地的老板先过来投资，因为我们老百姓没种过也不知道，他们过来种后

我们老百姓先学技术，学到以后，现在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自己种起来了。”外地香蕉种
植工人YM16说道：“寨子里就是有钱的村民种香蕉卖，本金小点的就自己种点吃。因为

种香蕉种植本金要很大，去年我老板投了60多万。”实际上，到2017年左右，约一半的
香蕉种植投资者是当地村民。因为勐拉地区有相对低廉的土地资源，一些村民也开始进
行跨境香蕉种植。如表2所示，近年来当地村民的收入大幅增长，种植业收入在总收入
中的占比大幅上升。

此外，随着区域开放开发，当地村民的就业流动性大大增强，外出谋生成为一种新
的生计选择。CM33是一个典型个案：CM33，女，布朗族，1981年生。20世纪 90年代
中期在“打洛经济开发区”（当地称为“中缅街”）的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后来在独树成

表2 研究区域内的两个行政村经济收入结构
Tab. 2 Economic income structure of the two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study area

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农村经济总收入(万元)

种植业收入(万元)
占比(%)

畜牧业收入(万元)
占比(%)

渔业收入(万元)
占比(%)

林业收入(万元)
占比(%)

第二、第三产业收入(万元)
占比(%)

工资性收入(万元)
占比(%)

其他收入(万元)
占比(%)

打洛

2006年

2570.00

2056.20

590.00
28.69

283.00
13.76

58.00
2.82

876.00
42.60

224.00
10.89

147.10
7.15

25.20
1.23

2011年

5359.11

5768.94

1160.78
20.12

1589.36
27.55

157.40
2.73

1531.37
26.55

765.25
13.27

296.23
5.13

77.90
1.35

2016年

11741.00

9968.00

6455.70
64.76

1136.50
11.40

55.80
0.56

460.00
4.61

930.00
9.33

580.00
5.82

350.00
3.51

曼夕

2006年

2730.50

1153.60

132.71
11.50

107.04
9.28

3.90
0.34

807.80
70.02

97.60
8.46

12.50
1.08

4.55
0.39

2011年

5225.85

1795.12

135.57
7.55

99.47
5.54

24.79
1.38

1215.04
67.69

151.48
8.44

100.95
5.62

67.82
3.78

2016年

10488.00

3156.00

2126.90
67.39

169.85
5.38

0.00
0.00

522.90
16.57

148.40
4.70

118.95
3.77

30.00
0.95

注：打洛村以傣族为主，曼夕村则以布朗族和哈尼族为主；数据依据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ynszxc.gov.cn/S1/）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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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区做“模特”——穿戴传统民族服饰与游客合影。1997年，在工作时认识了一位在
北京做民族餐饮的游客，之后和几个朋友一起接受了该游客的邀请前往北京工作。在北
京的民族餐厅里，接受了民族歌舞表演培训，离职后在河北、辽宁一带的城市从事民族
歌舞表演。在熟悉市场后，带领村民外出表演谋生。2002—2005年期间，所在村寨近2/3
的村民都以在内地城市或者景区里表演民族歌舞谋生。2005年后不再外出打工，目前主
要靠割胶、茶叶种植和卖旅游商品谋生。当前寨子里仍有一些村民在外谋生，主要在海
南的景区表演民族歌舞。

通过对有内地务工经历村民的个人史分析发现，这些村民大多和外地人有较强的联
系，这些联系多是因为外地人来打洛工作、做生意、旅游等而建立的。当地政府官员
GY1透露，21世纪初由于村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镇政府建立了外出务工流动监管体
系，以防止人口贩卖问题，保障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但近年来随着旅游复兴和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现象日益普遍（表3）。对此，一名哈尼族村干部（CM42）
谈及，“以前生活不富裕，哪里有工打哪里跑，不像现在生活好了，谁还愿意跑？”

3.2 社会重构
3.2.1 迈向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版纳的傣族封建领主制被废
除。但因为傣族世居坝区，相比布朗族、哈尼族等山地民族的发展条件更为优越。20世
纪50—70年代，由于国家的“支边”“知青”政策，大量外地移民进入版纳。外来人口
主要在国营农场从事橡胶种植，本地人主要在地方上从事传统稻作农业。由于农场在行
政管理上与地方政府分离，因此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呈现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化，交往也存
在明显的界限感[35]。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打洛口岸地区，当地居民生计方式逐渐发
生转变，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社会空间分化被打破。但不少村民认为自己最多做点“小
生意”，外地老板才“赚大钱”。就旅游业而言，外来移民往往掌控价值链，对于团队旅
游市场而言尤甚。正如 YM1 所说：“如果是低价团，游客除了在路上，除了进到购物

店，还能去哪？购物店要不就是有关系的，要么就是在定好的线路上的。如果是自驾

游、自由行的话还好一点，游客想停哪就停哪。旅行团停都不停，你说旅游和村民有什

么关系？”对于商品农业的发展，外来移民也往往是引领者和开拓者。“那些橡胶树都是

从他们手上买过来的，以前我们不会搞。接芽什么都是跟他们学来的。”（CM42）因此，
外地人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本地人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传统角色。另一方面，随着橡
胶种植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布朗族和哈尼族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因为二者
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拥有使用权的林地面积远大于傣族，正如一位老年傣族村民

表3 研究区域内两个行政村的人口特征
Tab. 3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study area

人口特征

总人口(人)

劳动力(人)

劳动力占总人口比(%)

常年外出务工人口(人)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比(%)

打洛

2006年

5476

3684

67.28

183

4.97

2011年

5829

4093

70.22

178

4.35

2016年

6005

3780

62.95

182

4.81

曼夕

2006年

2014

1127

55.96

70

6.21

2011年

2254

1452

64.42

55

3.79

2016年

2375

1398

58.86

45

3.22

注：数据来源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ynszxc.gov.c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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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1）所说，“前几年胶价35块一斤，布朗族拿钱买东西，钱用大袋子装。他们每家

有几千棵胶树，每天割到一两千块，我们才赚几十块。”3个少数民族之间由于传统文化
差异而存在的通婚禁忌也逐渐被打破。

然而，随着生计方式变迁，边民生活现代化，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从边
民的日常生活到物质景观，现代性元素无处不在（图 4）。例如，对兴建钢筋混凝土楼
房，一位中年布朗族文化精英（CM34）感叹：“现在人家都盖楼房了，你还盖第三代

（传统傣式民居），就跟不上人家，跟不上时代了。人家走楼梯了，你要跟着上，慢一点

可以，但得努力追赶。”同样，一位外地移民（YM12）说道：“我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

化很了解，有些本村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活观念已经现代化了，你看他们的生

活习惯，穿戴很时髦的。本地导游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穿的是傣装。社会发展太快

了，大环境对一些特殊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国家现在花力气来拯救这些

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与“现代”在当地的民族旅游村寨（勐）景莱得以较好地共
存。近年来随着旅游复兴，寨子里几乎每一户村民都直接从旅游中获益，比如卖旅游商
品、开“傣家乐”、成为旅游公司雇员、门票分成等。傣族传统文化是其核心旅游吸引
物，村民普遍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较强的自豪感，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该村寨甚至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复兴。
3.2.2 边境从“管理”走向“治理” 随着境外勐拉地区的博彩和性产业发展，区域内新型毒
品浮现，境外“黄赌毒”负外部效应向中国境内蔓延。首先，境内外“山连着山，水连
着水”，无天然屏障，边境旅游被暂停后，不少地方百姓“靠边吃边”，带人“偷渡”，一
定程度上维系了非法的跨境旅游流。退任村干部YM1坦言，“很多人去小勐拉赌钱，你

去赌场看看就知道了，一般要靠非法出入境，我们带一个人过去四五十块到一百块钱。

这段时间（2015年10月）打击比较严，已经抓了好多人……以前我们一天最少有两三百

收入，一个月就八九千到一万，你说这够不够吃喝？”一些村寨曾经利用紧邻边境线的区
位“优势”，集体从事“偷渡”活动。实际上，一直到2015年前后勐拉地区的赌场还比
较红火，不少主流媒体都做了专门报道[36]。其次，区域内主要是跨境民族，随着边境开
放开发，境内外的社会经济联系变得更为紧密。由于勐拉的经济更为繁荣，不少中方边
民在勐拉工作、娱乐、经商等，年轻人沾染“黄赌毒”并不鲜见，特别是吸毒问题，一
度颇为严峻。曾经在勐拉工作的村民
CM2 回忆道，“那时候 （21 世纪初）

小勐拉也不管，麻黄素可以公开抽，

一颗2块5，现在10块一颗。”镇政府
官员GY1也透露，“为什么吸毒目前

来讲，傣族多一点？因为傣族很多在

小勐拉做生意，接触得太多了，一沾

就上瘾。”再次，一些边民和外地赌徒
为了“挣快钱”，参与运毒、贩毒等，
当地一度出现“毒品村”。

随着边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涌
现，中国政府不断加大了对边境地区
的管控。在管控模式上，逐渐从自上
而下“严打严管”转向党政军警民

图4 民族旅游村中被掩饰的楼房
Fig. 4 A“disguised”modern house in a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注：作者摄于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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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治理模式（GY4）。边民不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也是边境防控的主体，基
层组织建设逐渐强化。例如，为了响应云南省边疆党建长廊建设，2017年金孔雀旅游集
团下属的勐景莱景区党支部与打洛边防派出所党支部、打洛村委会景莱党支部建立“警
企村”党支部联建工作新模式，以期警、企、村三方资源共享、紧密合作、协调推进支
部联动。随着商品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区域旅游复兴，中方边民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大幅改
善，逐渐融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国家意识和认同得到强化[27]。如此，以边民为主
体之一的边境治理模式效能逐渐凸显，边民愈发认同边境安全管控。一位青年傣族村民
CM14指出，“边境上贩毒还是有，但是现在少很多了。过去生活不好，生意也不好做。

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还有公司来发展旅游。如果村民有好生活，谁还愿意去干违法的事

情？”一位老年傣族村民CM20 也感慨：“边境管严一点好，有毒品啊。XX寨子靠近缅甸

这边，十年前（2007年）全寨子都去坐牢，20多户，以前村长都被抓了，因为村长带头

过去背毒。”

3.3 空间重构
3.3.1 耕地“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 经济利益驱动下，村民从21世纪初开始将坝区耕地
租给外地投资者进行香蕉种植，到2010年前后，口岸地区水稻田全部被置换成香蕉地。
同样，20世纪 90年代山区毁林种橡胶兴起，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入巅峰，旱稻种
植随之消失。如图5所示，“旅游封关”后打洛镇的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长。近
年来，坝区香蕉地虫害频发，香蕉种植面积缩减，一些低海拔的山地逐渐被转化为香蕉
地（图6）。自2013年来橡胶价格不景气，砍掉橡胶再种香蕉也时有发生。但是，相对单
一的经济作物大面积快速铺开，大量的原始森林、次生林等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多样性
面临挑战[37]。村民CM15指出：“他们种香蕉用的肥料太多了，还有农药，对稻田不好，

之后就种不成水稻了。”村干部CM8也说道，“现在香蕉有病了就种不成了，今年（2016
年）大部分土地到期与否都要退还，地还是有人来承包，种果树或者蔬菜。”

3.3.2 集镇建设用地向口岸靠拢 1991年云南省政府批准设立打洛省级口岸，勐海县政
府随即在口岸一侧征地 20 hm2 （300亩），着手建设“打洛经济开发区”。2007年国务院
批准打洛口岸升格为国家一类口岸，地方政府随后强化了口岸通关环境和通关能力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查验货场、公路）。2012年勐海县政府引进金孔雀旅游集团围绕口
岸打造“国门界碑游”，2014年又紧邻口岸征地86.67 hm2 （1300亩），推进打洛镇边境口

图5 2001—2017年打洛镇主要商品农作物种植面积
Fig. 5 Major cash crops cultivation of Daluo town from 2001 to 2017

注：数据来源于2002—2018年《西双版纳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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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型特色小镇建设，以期发展旅游产业以及口岸商贸，提高地方非农经济比例。此期

间，镇政府所在的老集镇区开发建设受制于土地产权问题③，进展十分缓慢（GY1），老

集镇区略显破败。
3.4 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

在国家“沿边开放”相关政策和国内旅游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区域内跨境旅游兴
起。伴随旅游发展，一方面大量资本、外来人口和信息涌入口岸地区，为商品农业的发
展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旅游业和商品农业在基础设施（如交通）、资本、劳动力、产
品等方面逐渐互补互融，二者呈联动发展趋势。在此情形下，旅游业的介入驱使以土
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
动力发展（图7）。发展要素的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发生了一系列
转变。在经济层面，受经济利益驱动，边民纷纷从传统粮食种植转向商品农业，当地逐
渐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商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

③ 老集镇区的大部分土地产权为边境开放前的驻军部队所有。

图6 “香蕉上山”
Fig. 6 Banana plantation up in the hill

注：作者摄于2016年4月。

图7 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
Fig. 7 Tourism induce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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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在社会层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融合发展。同
时，为应对境外“黄赌毒”业态引发的边境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吸纳
边民为治理主体；边境治理效能随着边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得到提升。在社会经济变迁的
主导下，口岸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包括耕地“非粮化”、生
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用地向口岸聚集。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口岸地区朝
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具体而言，除传统的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外，乡村的文化功能和
生态功能随着地方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的旅游资本化逐渐凸显。同时，随着边境非传统
安全问题的涌现和国家权力的深入，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不断强化。例如，官员
GY2透露，本来版纳的边境旅游在2008年就可以恢复。然而，“当时磨丁有赌场，虽然

赌场和我们的旅游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离我们的口岸太近了。那时候还有人告到外

交部，说中国公民又被滞留在赌场，被绑架。地方人民政府要是不处理好，国家不可能

批复。所以后面一直到全部赌场关闭，国务院才批准我们恢复。”（GY2）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民族志方法，通过对云南省打洛口岸地区的案例分析，研究边境旅游地乡村转
型，得出以下结论：

（1）在国家“沿边开放”相关政策和国内旅游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区域内跨境旅游
兴起，带动了商品农业的发展，引发了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
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

（2）传统农业逐渐衰落，形成了以商品农业为主导、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
构，边民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
增长。

（3）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区域内传统的民族界限被打破，多民族
融合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

（4）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耕地“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
集镇建设用地向口岸聚集。

（5）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
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

基于对研究区域近 30年来乡村发展转型的审视，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路径：

（1）以“农业+”思维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在全面开放和城镇
化建设大背景下，边境口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多强调利用口岸优势，发展以商贸旅游为主
的第三产业，提高非农产业比例，推进口岸城镇化[38]。但是，口岸地区的第三产业存在
较大的不稳定性，极易受到地缘因素影响，地方政府不应盲目追求产业升级。相较于其
他产业，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抗冲击性。应当在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
以“农业+”，而不是“旅游+”的思维，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业等业态，构建多
元产业结构，增强地方经济韧性。

（2）支持边民稳边安边兴边。研究指出中国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常被地方政府
和外来资本主导，地方少数民族往往被边缘化[39]。在打洛口岸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市
场经济业态被外来人口所主导，当地村民被动适应；21世纪前 10年随着商品农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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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土地升值，当地村民的发展能动性逐渐增强；近10年来当地村民开始投资经济作物
种植和旅游，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发展。因此，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演化，21世纪以来当
地少数民族逐步改变了在发展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与此相类
似，有研究者发现在丽江地方政府和外来资本推动商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当地少数民
族逐渐从被动的发展接受者（recipients）成长为积极的农业企业家[40]。宏观上，这与国
家从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的转变不无关系，“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

“精准扶贫”等对边境社区的制度性增权一定程度上驱动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
预，扶持当地社区发展[27]。在地方发展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
部力量发展经济，但随着地方居民发展能动性的增强，扶持当地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
业不失为繁荣边境经济、提升边民福祉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国家权力通常随着边境
地区的开发开放不断深入地方，边境管控不断强化，作用于边民的生产生活[27]。因此，
吸纳边民作为边境管控主体，发挥边民力量，有助于提升边境安全与稳定。例如，2015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边境地
区群众搬迁安置到距边境0~3 km范围，并建立相应的边民补助机制。

（3）保护耕地，加强生态环境管控。经济理性驱动下，市场经济主体依据经济产出
价值对耕地的利用方式进行选择。随着沿边开发开放，边境地区的地缘安全功能，特别
是非传统安全功能不断凸显[26]，国家安定需要在边境地区长期维持乡村和村民的可持续
稳定生产和生活。因而地方政府要特别重视边境地区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切实保护和
保障耕地资源。在商品农业兴起的背景下，一方面，要严防耕地种植条件损毁（比如耕
作层破坏），加强区域生态环境管控；另一方面，强化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引导理性
决策。

中国乡村地域辽阔，乡村类型复杂多样，不同区域间乡村发展条件差异显著，本文
从小尺度、多主体视角，明确了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的过程与发生机理，响应了有关学
者关于地理学强化对特殊区域乡村重构的综合性研究的呼吁 [41]。此外，基于民族志方
法，从微观尺度上深入解析了乡村发展转型中各主体的生产、生活、社会行为及其影
响，是对地理学乡村转型研究传统客位方法的有益补充。最后，通过审视打洛口岸地区
近30年来的乡村发展转型，提出了边境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期望为类似边境
地区乡村乃至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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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derlands are margins of nation- states where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me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rderlands are becoming strategic points
and forefronts for China's "opening- up".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opening- up, tourism
industry is now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hina's
border areas.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s conduc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2019,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featur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Daluo port area of Yunnan o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and unravels how tourism has aff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ea.
Findings show that along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cash crops plantation emerged, which le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rural develop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surge of land value, increase
of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is saw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self-reliant
rice agri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dominated by cash crops plantation,
supplemented by non-agriculture sectors such as tourism. The border people thus turned to cash
crops plantation and non-agriculture sectors for livelihood, whic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come
growth, and their pursuit of modern lives. This, in turn, helped dissolve traditional ethnic
boundaries in the area, where all ethnic groups integrated into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the Chinese state increasingly
enhanced its presence at the border, and started to involve the border people in border
governance, which reflected that the soci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and use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cluding agricultural land for non- food crops cultivation,
decrease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conglomeration of town construction land around the port.
With the structural changes related to "people- land- industry", geopolitical security function,
cultural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rural border have become evident, and the rural
border developed towards multifunctional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identif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s for rural border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se paths
include following the "agriculture +" vision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es processing sector,
rural tourism, and other non- agricultural sectors, supporting border people in borderland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ng the agricultural land and monitor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tourism in China's borderland.
Keywords: border tourism; rural restructuring; ethnic minority; cash crops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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